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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任扬州知州的日常世事与审美超越 

马自力 赵秀
1
 

【摘 要】：扬州虽未列入苏轼“平生功业”的三州之中，但对其一生仍具有重要意义。一是苏轼多次到达和经

过扬州，据考证多达 11次，可见扬州与他有密切的因缘；二是苏轼曾任扬州知州半年有余，从日常政事和人际交往

之中均可见其卓尔不群的人格品位；三是苏轼在扬州留下了诸多逸事趣闻和传世经典，并开始追和陶诗，这既是他

对日常生活进行审美超越的结果，也是其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发展的里程碑之一。对“文章太守”的价值认同和精

神传统的继承发扬，是贯穿苏轼任扬州知州的日常世事和审美超越的一条主线。扬州经历堪称苏轼“平生功业”中

重要而不可忽视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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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一生，从他离开家乡眉山赴京参加科举开始，到晚年从海南儋州应诏北上，病逝于常州为止，除了守制服父母丧外，

基本上在求仕之路和仕途上奔波辗转，在新旧党争的夹击中浮沉挣扎。然而与历史上默默无闻之辈的最大不同是，他善于在日常

世事中发现生活趣味和生命意义，又特别注重从历史和传统中汲取榜样的慰藉，以期通过与古人的对话获得共鸣，在迷茫和困厄

中找寻精神寄托，实现审美超越，并最终以其传世的经典诗文成就了他的“平生功业”。 

苏轼任扬州知州不过半年有余，扬州虽然没有在他开列的“平生功业”的三州之中，但也具有重要的意义。苏轼曾经多次到

达和经过扬州，据考证多达 11次 1，可见扬州与他有密切的因缘。在苏轼的社会角色的意识里，作为地方官这一规定性社会角色

的意识十分明确，而作为文坛大家这一开放性社会角色的意识也非常鲜明。本文试图从宋代士人之文人、学者、官员三位一体的

角度，观照苏轼在任扬州知州期间，如何对待日常政事和人际交往，如何对其进行审美超越。 

一、文人、学者、官员三位一体的苏轼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杰出代表人物，苏轼历来是被视为文学大家的存在。不过值得特别提出的是，与前代士人相比，宋代士

人往往具有官员、学者、文人三位一体的特征，这也是宋型文化与唐型文化的重要区别之一。因此，在苏轼身上，为文的苏轼，

与为学、为官的苏轼也是三位一体的。
2
而从苏轼与扬州文化的关系出发，亦堪称观察、认识古人的绝好视角：它有利于摆脱某

一领域或学科单一视角的限制，不再仅仅从文学家的苏轼出发，而是从地域文化切入，对苏轼这样文学家色彩浓厚的文化名人进

行多面观照，有助于呈现丰富完整的苏轼，无疑具有方法论的启示意义。 

元祐七年（1092）正月二十八日，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的身份除知扬州。龙图阁学士是一种表示受到皇帝尊宠的荣

誉称号，左朝奉郎是文散官，主要表示官员等级而无实际职掌。同年八月二十二日，苏轼以兵部尚书、龙图阁学士除兼侍读。与

左朝奉郎不同，兵部尚书不仅是实职，而且是高官。可见，扬州半年多的任期，对苏轼的仕宦经历来说，其意义不可小觑。而更

具历史文化意义的是，苏轼以其对“文章太守”的价值认同和精神传承 3，在扬州留下了他独特的历史印记。 

众所周知，苏轼在其所到之地，几乎都会留下这样或那样的印记，而其途径不外乎两种：一是逸事趣闻，二是传世精品。除

此之外，苏轼本身明确的社会角色意识也值得关注——作为地方官的实干理政精神与作为文坛大家的文采风流集于一身，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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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会更加耀人眼目。 

根据社会学的社会角色理论，社会角色指与人的社会地位、身份相一致的一整套权利、义务和行为模式；它是对于处在特定

地位上人们和行为的期待，也是社会群体或组织的基础。4社会角色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其一是规定性表现角色，其二是开放性

表现角色。前者指对权利、义务有较明确规定的角色，其承担者不得随心所欲地自由发挥；后者指对行为规范没有明确、严格限

制的角色，其承担者有较多自由和发挥余地。假如我们以这种方法对唐宋士人的社会角色进行分类，前者主要包括各类职官或职

事等社会角色，如翰林学士、郎官、谏官、州郡官、幕僚、学官、科举考官（或座主），以及与唐宋政治直接相关的贬官群体（如

二王八司马，牛李党争、新旧党争中的受牵连者，宦官的打击对象如前期的元稹和白居易）等；后者主要包括经学家、思想家、

文学家等社会角色。当然，这两类社会角色在一定的条件下难免存在某种互换和交叉。 

从社会角色的变迁角度看，对文学发展起作用的因素则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文人的社会角色本身，如谏官或学官，他们属于

不同的社会角色，其文学创作往往在题材、内容甚至风格上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别；二是文人对其社会角色的自我意识，包

括一种文化和文学传承革新的使命感，它往往是造成一个时代的思想氛围和文学思潮的重要动因。5 

在苏轼的社会角色意识里，作为地方官这一规定性社会角色的意识十分明确：无论是他的理性精神，还是民本思想，在他揭

露新法的某些弊端，反对旧党全面推倒新法的极端做法，以及在他任扬州知州时请求减税、准许漕船空驶时载货、取消劳民伤财

的“万花会”等务实理政举措中，均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与此同时，在苏轼的社会角色意识里，作为文坛大家这一开放性社会角

色的意识也非常鲜明：他的逍遥气质和个人禀赋、独特的审美眼光以及对日常世事的超越心态，均在其以无为而致有为的行为方

式中得到了完美的统一。 

作为后人，包括今天的我们，无一不是在前人留下的历史印记中认识和了解前人的。而历史印记又往往被当事者、同时代的

人以及后人有意无意地加以修饰甚至改造，因而也就形成了不同层面的认知。比如对于苏轼而言，留给我们的认知，既有来自于

苏轼本人的经营，更有来自于后人在接受过程中的改造：如作为文体典范的苏轼奏议文章和作为唐宋八大家的苏轼古文、诗词，

前者关注的是公文的实用性功能，被当作公牍范本，流行于科举盛行的时代；后者注重的是其文学价值，更强调其文学史的意

义，被当作文学经典，一直流传到今天。这些层面认知的获得，均取决于接受者的人为选择，不无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只有把这

些历史印记集合起来，当作一个整体来观照，我们才能透过历史的迷雾，发现和认知完整复杂而又真实生动的苏轼。 

二、政事日常与人格品位 

熙宁四年（1071），苏轼见变法大局已定，几次上书神宗反对无效，眼看自己将要陷入京城宗派斗争的旋涡中，便请求外放，

即请调外地任职。几经辗转，于次年被调任杭州通判。此后，除了几次短暂回朝任礼部郎中、中书舍人、翰林学士、龙图阁学士、

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兵部尚书、礼部尚书外，苏轼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均处于外放迁转或量移窜逐的状态，其间还发生了

令苏轼九死一生、堪称其人生转折点的“乌台诗案”。而在元祐七年任扬州知州的短短半年时间，也不过是苏轼长期迁转外放经

历的一个小小的片段。 

苏轼数次担任知州，都能恪尽职守、尽心尽力地对待政务公事。为官一任、流惠一方是他一贯的理念和作风。在徐州、湖州、

杭州如此，在颍州、扬州、定州也同样如此。 

在扬州，最能体现苏轼理性实干精神的，莫过于他为扬州人民做的几件实事。其中首推请求朝廷宽免官税之举。元祐七年赴

任扬州途中，苏轼发现百姓为朝廷历年“积欠（按，指积累欠交的官税）所压，如负千钧而行”，经过“屏去吏卒，亲入村落”

的缜密调研，接连写下了《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和《再论积欠六事四事劄子》，力陈免除“积欠”的

种种理由和好处：朝廷既可以“捐虚名而收实利”，又可“使久困之民，稍知一饱之乐”。6这两篇奏议，尤其是前一篇，条分

缕析，有理有据，气盛言宜，不仅有具体的实施方案，还很周到地拟好了下行文本，堪称奏议中的典范之作。二月二十六日，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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轼到达扬州，照例上陈《扬州谢到任表二首》。其中除表达对皇帝惭愧感恩忠心的套话外，再次提及处于江淮之地的扬州“久罹

水旱之苦”，请求朝廷免除“积欠”赋税。7由于他的不懈努力，朝廷终于在七月下诏：不论新旧，宽免扬州百姓一年各种积欠。 

第二件事是请求朝廷准许漕船空驶时运货，以提高漕运效益和船民收入。此事的缘由和经过在苏轼的《论纲梢欠折利害状》

中有详细记述。宋朝初年，由于漕粮运输时间长，运工收入低，漕船返航空载时，运卒、艄工便利用这个机会，开始贩运私货和

替商人搭载货物。官方为避免打击船工，默认了这种贩运活动，多次下令禁止沿河税务机构拦检漕船。但到元丰年间，一些机构

为了扩大商税收入，严查过往漕船，对私货征收过税。同时，又设置专船承运客商货物，从而断绝了船工的揽运途径。这一新法

的实行，减少了漕运从业人员的收入，于是引起了他们的激烈反抗，“虽加刀锯，亦不能禁其攘窃”，虽然严加禁止，盗窃漕粮

的事情还是屡有发生。而且漕运以三十船为一纲，每盘查一船，全纲其余二十九船“皆须住岸伺候”，也严重地影响了运河航行

的通畅，无法保障漕运的时效性。苏轼到任扬州不久就敏锐地发现了这一问题：“断粮纲欠折干系人，徒流不可胜数。”运卒、

艄工“衣粮罄于折会，船车尽于折卖，质妻鬻子，饥瘦伶俜，聚为乞丐，散为盗贼”。他警示朝廷关注问题的严重性，大声疾呼：

“此弊不革，臣恐今后欠折不止三十余万石，京师军储不继，其患岂可胜言！”苏轼细数有关政策规定的历史沿革、利弊得失，

力陈恢复宋初旧制的必要性，建议让贩运货物的漕运船只到岸纳税，不得随意勒令靠岸检查，如能采纳己策，对朝廷和船工“必

有五利”。8这篇奏议思理绵密，娓娓道来，长于务实分析，也不乏精打细算，而文中又分明充溢着一股忧国忧民之情。 

第三件事就是著名的取消扬州举办多年的“万花会”。关于此事，苏轼在杂记《以乐害民》里郑重其事地记载了取消扬州

“万花会”的起始和缘由：“扬州芍药为天下冠，蔡延庆为守，始作万花会，用花十余万枝。既残诸圃，又吏因缘为奸，民大病

之。予始至，问民疾苦，遂首罢之。”9又在其《次韵林子中春日新堤书事见寄》诗中自注：“来诗有‘芍药春’之句。扬州近

岁率为此会，用花十万余枝，吏缘为奸，民极病之，故罢此会。”诗曰：“东都寄食似浮云，襆被真成一宿宾。收得玉堂挥翰手，

却为淮月弄舟人。羡君湖上斋摇碧，笑我花时甑有尘。为报年来杀风景，连江梦雨不知春。”10罢办“万花会”，虽然看起来是

“杀风景”的事，好像与苏轼浪漫的诗人气质不合，但为了避免劳民伤财，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叫停，即使“为报年来杀风景，连

江梦雨不知春”也在所不惜。杂记《以乐害民》中，“问民疾苦，遂首罢之”一句值得注意：“问民疾苦”不难，而“首罢之”

则不容易，因为取消“万花会”更需要官员具有力除粉饰太平的务实和果敢精神。 

总之，苏轼在扬州知州任上的日常政务活动，充分体现了他在《扬州到任谢执政启》中表达的民本思想和执政理念，也部分

诠释了“文章太守”的内涵：“轼敢不益求民瘼，勉尽鄙才。但未归田之须臾，犹思报国之万一。”11这意味着“文章太守”不

仅仅是“挥毫万字，一饮千钟”的风流倜傥，更体现为以文章报国的道德实践。苏轼的朋友赵令畤在《侯鲭录》中记载：“余尝

为东坡先生言：‘平生当官有三乐：凶岁检灾，每自请行，放数得实，一乐也；听讼为人得真情，二乐也；公家有粟，可赈饥民，

三乐也。居家亦有三乐：闺门一心，上下和平，内外一情，一乐也；室有余财，可济贫乏，二乐也；客至即饮，略其丰俭，终日

欣然，三乐也。’东坡笑以为然。”
12
这里的当官和居家“三乐”，得到了苏轼的首肯，亦可为佐证。 

苏轼有关扬州的诗词酬唱，则展现了他一贯的文采风流和人格品位。在他的笔下，扬州自带醉人的风韵。如元丰二年（1079）

四月，苏轼自徐州赴湖州任过扬州时作的《江城子》：“墨云拖雨过西楼，水东流，晚烟收。柳外残阳，回照动帘钩。今夜巫山

真个好，花未落，酒新篘。美人微笑转星眸，月花羞，捧金瓯。歌扇萦风，吹散一春愁。试问江南诸伴侣，谁似我，醉扬州。”13

又如《跋王进叔所藏画》（赵昌四季·其一）：“倚竹佳人翠袖长，天寒犹着薄罗裳。扬州近日红千叶，自是风流时世妆。”14词

中以美人为喻，表达了对扬州的神往。而在作于杭州的《于潜僧绿筠轩》一诗中，主人公孤傲清高而又充满人间烟火气的可爱形

象更是呼之欲出：“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

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那有扬州鹤？”
15
以上诗词所涉及的扬州，无论是实写，还是虚写，或者用典，都充满了生活气息和

俗中见雅、雅俗共赏的趣味。 

苏轼一生酷好奇石，写过不少咏石诗文。如较早的《咏怪石》，为其早年居蜀守母丧时作。此诗通过怪石托梦自辩，改变了

苏轼对怪石的成见，从“思弃捐”到折服于怪石的“节概”：“吾闻石言愧且谢，丑状欻去不可攀。骇然觉坐想其语，勉书此诗

席之端。”
16
全诗纵论古今，想象丰富，一波三折，读来颇有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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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对奇石的酷爱和思想情感寄托，一直延续到扬州。苏轼在扬州有《双石》诗，自扬州回朝后，又有《仆所藏仇池石，希

代之宝也。王晋卿以小诗借观，意在于夺，仆不敢不借，然以此诗先之》，详细地记叙了他与仇池石别有意味的故事。《双石》诗

叙曰：“至扬州，获二石。其一绿色，冈峦迤逦，有穴达于背，其一正白可鉴。渍以盆水，置几案间。忽忆在颍州日，梦人请住

一官府，榜曰‘仇池’。觉而诵杜子美诗曰：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乃戏作小诗，为僚友一笑。”诗曰：“梦时良是觉时非，

汲井埋盆故自痴。但见玉峰横太白，便从鸟道绝峨眉。秋风与作烟云意，晓日令涵草木姿。一点空明是何处？老人真欲住仇池。”17

这一白一绿的双石，为苏轼的表弟程之元所赠，苏轼命名为仇池石，又亲自制作成盆景。仇池山为陇上名山，杜甫《秦州杂诗二

十首》其十四云：“万古仇池穴，潜通小有天。神鱼人不见，福地语真传。近接西南境，长怀十九泉。何时一茅屋，送老白云

边。”18因而有学者指出，此诗所写的仇池石与桃源仙境有关，苏轼是将仇池视为自己的归隐之地。19其《次韵晁无咎学士相迎》

中写道:“梦中仇池千仞岩，便欲揽我青霞赡。且须还家与妇计，我本归路连西南。”20可为证明。 

有趣的是，围绕着仇池石，还发生了一桩小小的“公案”。这就是苏轼在《仆所藏仇池石，希代之宝也。王晋卿以小诗借观，

意在于夺，仆不敢不借，然以此诗先之》中所记的： 

海石来珠宫，秀色如蛾绿。坡陀尺寸间，宛转陵峦足。连娟二华顶，空洞三茅腹。初疑仇池化，又恐瀛洲蹙。殷勤峤南使，

馈饷扬州牧。得之喜无寐，与汝交不渎。盛以高丽盆，借以文登玉。幽光先五夜，冷气压三伏。老人生如寄，茅舍久未卜。一夫

幸可致，千里常相逐。风流贵公子，窜谪武当谷。见山应已厌，何事夺所欲。欲留嗟赵弱，宁许负秦曲。传观慎勿许，间道归应

速。21 

王晋卿，即王诜（1048—1104），出身贵族，北宋书画家，与苏轼有诗歌唱和。苏轼在诗中交待了仇池石的形状外观和它的

来历，以及亲自制作盆景的过程，即以高丽盆存贮，又以文登碎玉点缀，并且说它携带方便，可以常年不远千里地跟随自己左右。

可见苏轼对此石极尽喜爱，所以对王晋卿“以小诗借观”的行为很是敏感和提防。苏轼认为，王诜作为风流贵公子，“见山应已

厌，何事夺所欲”，但又“欲留嗟赵弱，宁许负秦曲”，不好得罪对方，故一再叮嘱王诜好生爱护此石，不要与人传观，尽快物

归原主。此诗以一种不卑不亢的姿态，在近乎戏谑的语气中体现了苏轼对某种人格品位的坚守。 

与折服于怪石的“节概”类似，苏轼对王晋卿借观仇池石一事表现出空前的敏感和认真，其间恐怕传达了文字之外的更多

信息。所以，在当时就引起了友人们的关注，不少友人写了和诗，如曾几有《沈明远教授用东坡仇池石韵赋予所蓄英石次其韵》。
22苏轼还有二诗涉及此事——《王晋卿示诗欲夺海石，钱穆父、王仲至、蒋颖叔皆次韵。穆至二公以为不可许，独颖叔不然。今

日颖叔见访，亲睹此石之妙，遂悔前语。仆以为晋卿岂可终闭不予者，若能以韩干二散马易之者，盖可许也，复次前韵》，23《轼

欲以石易画，晋卿难之。穆父欲兼取二物，颖叔欲画焚碎石，乃复次前韵，并解二诗之意》，24 可见他就此事与朋友们认真商议

过。苏轼提出以仇池石与王晋卿的韩干画马交换，王晋卿不舍，因而后诗有“盆山不可隐，画马不可牧”“授之无尽灯，照此久

幽谷”25之句。“无尽灯”指代佛法，“幽谷”指代桃源仙境，既然奇石和名画都是各自的精神寄托，本来物我相契共情也是世

间显而易见的道理，所以大家还是各自珍重，各取所爱。由此可见，苏轼之所以对王晋卿借观仇池石一事如此敏感和提防，恐怕

是他赋予了仇池石以生命的意义，而与自己的人生理想和生命归宿联系在了一起。 

三、追和陶诗与吟赏实践 

苏轼知扬州时写下的一组和陶诗《和陶饮酒二十首》十分引人瞩目。这组和陶诗反映了苏轼复杂的心路历程，呈现了其独具

魅力的个人形象，同时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独特鲜明的美学趣向，是苏轼文学思想进一步发展并趋于成熟的重要标志。 

苏轼百余首的和陶诗，并非作于一时一地，《和陶饮酒二十首》当是其最早的和陶诗，作于元祐七年任扬州知州时。从扬州

开始，苏轼便有意识地追和陶诗，一直到海南，几乎对陶渊明的全部诗篇都作了和诗，至绍圣四年（1097）共得 109首。 

首先，作为有意追和古人的作品，苏轼的这组和陶诗与拟古之作不同，更与友人间的相互酬唱不同。苏轼十分清楚地意识到



 

 5 

了这一点，所以他在给苏辙的信中明确指出“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这体现了其一贯鲜明的文体创变意识。 

苏轼给苏辙的信，见于后者的《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独与幼子过负担渡海，葺茅竹而居之。日啗蒣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平生无

所嗜好，以图史为园囿，文章为鼓吹。至此亦皆罢去。独喜为诗，精深华妙，不见老人衰惫之气。是时辙亦迁海康，书来告曰：

“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

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吾前后和其诗凡百数十篇，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

今将集而并录之，以遗后之君子，子为我志之。然吾于渊明，岂独好其诗也哉？如其为人，实有感焉。渊明临终疏告俨等：‘吾

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黾勉辞世，使汝等幼而饥寒。’渊明此语盖实录也。

吾今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半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服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苏辙就此还发了一通议论：“嗟夫！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人，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

以陷于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虽然，子瞻之仕，其出入进退犹可考也。后之君子其必有以处之矣。

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区区之迹，盖未足以论士也。”
26
苏轼之前，

像鲍照、江淹、白居易、韦应物写的都是拟陶或效陶体诗，均属于模拟仿效之作，苏轼则不仅开创了和陶体，而且其追和陶诗的

全面性和系统性前所未有。 

其次，追和古人，是追慕其为人，是希望与其对话，就像友人之间的亲切交谈和倾诉。因此，在苏轼和陶渊明之间，和陶诗

这种形式很好地起到了沟通和桥梁的作用。 

既是和陶渊明的饮酒诗，先要达到其似醉似醒的状态。苏轼在《和陶饮酒二十首》“叙”中交待：“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

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盖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在扬州时，饮酒过午辄罢，客去解衣，盘礴终日，欢不

足而适有余。因和渊明《饮酒》二十首，庶以仿佛其不可名者，示舍弟子由、晁无咎学士。”27这里的“欢不足而适有余”以及

“仿佛其不可名者”值得玩味，它提示了苏轼与陶渊明既有精神相通之处，又是各自特立独行的存在。二人虽然都有躬耕之事，

但陶渊明是主动地归隐山林，毅然走向田园，去体会“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28 和“力耕不吾欺”29 的快乐，苏轼则是在出

世与入世之间徘徊，“我不如陶生，世事缠绵之”“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30，他的躬耕是为了生存而开荒垦田。所以，陶

渊明的代名词是田园，苏轼的代名词是东坡。但是无论如何，苏轼对陶渊明的手摩心追还是溢于言表的。 

再次，这一组和陶诗不仅具有丰富的思想情感内涵，而且苏轼以宋诗议论化的手法将五言古体这一传统的诗歌形式加以发

展，既不失陶诗的本色，又保持了苏轼的风格。 

陶渊明《饮酒》“之五”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

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31苏轼《和陶饮酒二十首》“其五”云：“小舟真一叶，下有暗浪喧。夜棹醉中

发，不知枕几偏。天明问前路，已度千金山。嗟我亦何为，此道常往还。未来宁早计，既往复何言！”32苏轼很是重视他的和陶

诗，不仅强调和陶诗是自己的始创，而且自视甚高，特意向苏辙宣称“至其得意，自谓不甚愧渊明”。不过细读一下，二者虽然

在语言格调上相似，而其间的差别却很明显。同样是平淡，而心态不同，前者出于宁静，后者出于无奈。所以，最了解苏轼的苏

辙才会说出“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于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这样

的话。当然，苏辙接着又指出：“虽然，子瞻之仕，其出入进退犹可考也。后之君子其必有以处之矣。”指出苏轼晚年自托于陶

渊明，看似不可置信，但实际上是有迹可循的，其间包蕴着丰富复杂的心路历程，后人自会给予公正评价。 

最后，发现和实践陶诗的“枯淡之美”，是苏轼文学思想趋于成熟和进一步发展的标志，这集中体现于他的两篇题跋以及苏

辙《子瞻和陶渊明诗集引》，而在扬州落笔的和陶诗创作，即与他对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体验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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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篇题跋，其一是《评韩柳诗》： 

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丽靖深不及也。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

渊明、子厚之流是也。若中边皆枯淡，亦何足道。佛云：“如人食蜜，中边皆甜。”人食五味，知其甘苦者皆是，能分别中边者，

百无一二也。33 

其二是《书黄子思诗集后》： 

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

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

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

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诗论曰：“梅

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

予三复其言而悲之。34 

这两篇题跋均包含着深刻的美学思想，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限于主题，这里不展开分析。值得强调的是，苏

轼说韦、柳诗“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皆来自于对陶诗审美价值的独特发现以及追和陶

诗的创作实践，而苏轼的诗歌风格也由此在原本的豪放清雄中增添了一种平淡自然的风味。再有需要指出的是，苏轼对陶诗与

韦、柳诗歌风格的推重和大力倡导，带动了后代诗论家们对中国古代清淡诗歌风格及其代表人物的推重和标榜，由此在中国诗歌

史上呈现出了一道独特的东方景致——清淡诗风和清淡诗派。35 

结语 

综上，对“文章太守”的价值认同和精神传统的继承发扬，可以说是贯穿苏轼任扬州知州的日常世事和审美超越的一条主

线。它既体现在苏轼对作为地方官理政实干之道德操守的践行，以及诗歌酬唱和日常交往中对君子人格品位的坚守，也体现在苏

轼处理地方实务的奏议文章和始于扬州任上的和陶诗创作中。因此，扬州虽未列入苏轼“平生功业”的三州之中，但对其一生仍

具有重要意义，扬州经历堪称苏轼“平生功业”中重要而不可忽视的一笔。苏轼已经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深厚的土壤，他的足迹

遍布大半个中国，也以其“文章太守”的独特风貌，在“春风十里扬州路”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印记。 

注释： 

1喻世华：《苏轼在江苏的行迹以及遗迹开发、研究现状--以大运河为中心》，《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

3期，第 119-125 页。 

2(1)已有学者对苏轼史学、哲学、政治学思想和著述进行探讨，如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 

3(2)“文章太守”是对兼具政治才干和文采风流之士的雅称。典出于欧阳修的《朝中措·送刘仲原甫出守扬州》，“文章太

守，挥毫万字，一饮千钟”，一开始就带有浓郁的扬州色彩；而苏轼在《西江月·平山堂》中，以“欲吊文章太守，仍歌杨柳春

风”凭吊同样出守扬州的乃师欧阳修，更体现了对“文章太守”的价值认同和精神传承。 

4(3)参见杨心恒、宗力：《社会学概论》，北京：群众出版社，1986 年，第 92页。 

5(4)参见马自力：《中唐文人之社会角色与文学活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第 9、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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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苏轼：《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再论积欠六事四事劄子》，《苏轼文集》卷三十四，孔凡礼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957、959、957、971页。 

7(2)苏轼：《扬州谢到任表二首》，《苏轼文集》卷二十四，孔凡礼点校，第 695-696页。 

8(1)苏轼：《论纲梢欠折利害状》，《苏轼文集》卷三十四，孔凡礼点校，第 974-979页。 

9(2)苏轼：《以乐害民》，《苏轼文集》卷七十二，孔凡礼点校，第 2293页。 

10(3)苏轼：《次韵林子中春日新堤书事见寄》，《苏轼诗集合注》卷三十五，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1768 页。 

11(4)苏轼：《扬州到任谢执政启》，《苏轼文集》卷四十六，孔凡礼点校，第 1333页。 

12(5)赵令畤：《侯鲭录》卷六，北京：中华书局，2002 年，第 164 页。 

13(6)苏轼：《江城子》，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66 页。 

14(7)苏轼：《跋王进叔所藏画》，《苏轼诗集合注》卷四十四，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第 2243 页。 

15(8)苏轼：《于潜僧绿筠轩》，《苏轼诗集合注》卷九，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第 425-426页。 

16(9)苏轼：《咏怪石》，《苏轼诗集合注》卷四十九，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第 2431-2433页。 

17(1)苏轼：《双石》，《苏轼诗集合注》卷三十五，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第 1777-1778 页。 

18(2)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十四”，仇兆鳌：《杜诗详注》卷七，北京：中华书局，1979 年，第 584页。 

19(3)参见施锜：《宋元画史中的博物学文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第37-40页。 

20(4)苏轼：《次韵晁无咎学士相迎》，《苏轼诗集合注》卷三十五，冯应榴辑注，黄任轲、朱怀春校点，第 179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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